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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
———以日本研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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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已过半个世纪,其间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和中日两国国内状况的变化,两

国政治关系在波动中前行,而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文化交流成为促进双方沟通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以

日本研究为切入点,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学术交流的主体和重要事件为抓手,尝试分析中日学术交流的

过程、特征及作用,或为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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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两国进入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回望历史是为照亮未

来发展的道路。学术界从经济、外交角度回顾与展望两国邦交历史的著述比较丰富,但从学术交流角度加

以梳理的成果并不充分①。本文以日本研究为切入点,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学术交流的主体和重要

事件为抓手,尝试分析中日学术交流的特征及作用,为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一、概念厘定

所谓 “学术”指的是 “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而 “交流”一词在 《辞海》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交

错地流淌;二是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给对方。作为两者结合的 “学术交流”则是指不同国家、团体或个人相

互交换学术知识、经验和方法,以促进相互理解、互学互鉴。其中,国与国的学术交流,尤其是人文学术

交流更为复杂,其与跨国文化交流、跨国民间交流和文化外交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必要厘清跨国学术

交流与这三者间的关系,以明确其内涵。
跨国学术交流与跨国文化交流是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跨国文化交流是不同国家间 “人与人之间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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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流动”[1]526,周一良认为其具有双向性和选择性特征。也就是说,一方面 “在总的时空范围内,中外的

文化交流总是有来有往的”[2]2;另一方面 “在经济文化上先进国家吸引和影响后进国家”[2]5。跨国学术交

流属于专业性文化交流的一种,具有文化交流的共通特征,但相比音乐、电影、文学、艺术、体育等文化

形式通过作品、行为等直击人们心灵,诉诸情感、审美的共享与共鸣,跨国学术交流更具主体性立场,也

就是说科研人员往往在学术交流中持有本国问题意识和知识产权意识,且因科学研究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

理的辩证统一,故跨国学术交流中也不免会有学术争论。

跨国学术交流与跨国民间交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宋成有将中日间的交流渠道分为官方、民间和半官

半民三种[3]。跨国民间交流是指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的民间人士或团体间开展的跨国交流活动,其内涵丰

富,非官方的团体或个人间开展的跨国学术交流也属于民间交流范畴。但是,相较其他跨国民间交流活

动,跨国学术交流因主体是学术团体或学者,其往往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发挥面向政府的智库功能,

且这一功能在进入21世纪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对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跨国学术交流与文化外交也关系密切。文化外交是指以传播、交流与沟通文化为主要内容而展开的外

交。具体而言,“文化外交是指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以教育和文化交流、人员往来、艺术表演和展示、文化

产品和贸易等手段,促进国家与民众间的理解与信任,以及构建国际形象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

交形式。”[4]而跨国学术交流因具有超国界性,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际竞争逐渐表现为各国综合实力

的比拼,故跨国学术交流也逐渐被视为一种传播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的外交手段,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是,相比文化外交的其他形式,跨国学术交流更具专业性。

总之,国际学术交流具有主体性、互动性和专业性特征,是双边、多边关系中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

本文将从国际学术交流的这三个特征出发,探讨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围绕日本研究展开学术交流的历

程、特点与作用。

二、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研究学术交流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并未拒绝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

开展友好往来,依然重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195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

外交思想,不断扩大与日本在贸易、渔业、文化、体育、和平事业、日侨问题等方面的民间交往活动。这

一时期,松村谦三、川崎秀二、古井喜实、田川诚一、池田大作等日本社会各界人士都 “以实际行动贯彻

个人信念”[5],不仅推动中日经济和文化交流,“在疏通两国政府与执政党间的政见方面,也发挥自民党政

权的对华管道机能”[6],间接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

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表 《中日联合声明》,宣布结束敌对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此后,“中日

交流逐渐呈现官民并举的新局面”[7]28,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交流活动日益活跃。依据不同时期学术交流

的特征与趋势,大致可将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围绕日本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分为三个时期,即恢复期

(1972—2000年)、发展期 (2000—2010年)和深化期 (2010—2022年)。

(一)1972—2000年:日本研究学术交流的恢复

1963年12月,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发出 “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指示,在国务院批

准下,辽宁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在1964年相继成立日本研究所 (室),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成立的成建制专业日本研究机构[8]。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圜,围绕日本研究的学术交流逐渐步入正轨。1978年

邓小平访日后,中国兴起了一股 “日本热”,“不仅向日本派遣许多视察团,而且邀请众多日本专家前来中

国”[7]28,两国关系进入 “蜜月期”。即便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两国关系时有摩擦,但围绕日本研究的学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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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不仅没有受到根本影响,反而朝着不断扩大规模和加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吴廷璆、周一良、邹有恒等学者利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发表诸多

高水平的学术论文①,为新中国的日本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们的弟子成为中国

日本研究的中坚力量,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日本研究学者。但是,中日学术交流的长时间停

顿,导致这批学者很难获得一手史料和日本最新研究成果,发展面临瓶颈。在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派遣

专家和学者来到中国讲学,教授中国学人日本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方法,并资助中国研究者赴日本学习。20
世纪70年代末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史讲习班、北京大学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班、辽宁大学日本史研修班、
“大平班”② 等先后成立,尤其是1985年成立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利用 “中日合作与共同培养”③ 的

教学方式,至今已培养1500余名研究生及进修学员④,为中国日本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大量翻译日本和其他国家关于日本研究的最新成果,譬如 《日本的修史与史

学》以及多卷 《国外史学动态》等,在邪马台国、大化改新、明治维新、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侵华战

争、战后改革等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也取得了丰硕业绩[9],引起了日本学界关注。1988-1990年,日本

六兴出版社陆续出版由中国学者编著的13卷本 《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历史》⑤,得到日本学者肯定,日本历

史学会也出版评论专刊。例如,家永三郎说:“中国人怎样看日本历史,许多日本人几乎不知道。通过中

国的日本史研究者的这套丛书,可以知晓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历史观,这无疑对于仅以日本人的眼光看待日

本历史的我们会以极大的启发。”远山茂树也指出:“最近10年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发展惊人,出现了

两国间活泼的学术交流成果。丛书的研究者中也有我的友人,让我颇受感动的是他们谦虚地学习日本学界

(研究)成果的真挚态度和站在历史大潮前坚持尖锐且率直批判的态度。”[10]

倘若中国学者的著述只被日本学者视为一种域外视角,那么中日两国学者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和

共同研究,则标志着中日学术交流进入到一个新发展阶段,双方可以同台竞技,切磋交流。1988年,中

国日本史学会、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在北京大学举办 “中日大化改新学术研讨

会”。研讨会得到日方参会学者一致好评。门胁祯二说:“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报告非常丰富,大大超出了我

们的想象。我们了解了中国方面关于阶级问题和社会性质、政治史、外交、思想等,以及其他个别问题上

的研究动向和观点。”鬼头清明也说道:“我来中国之前,一直对能否开好这次研讨会抱怀疑态度。在日本

学者看来,搞日本史,特别是古代史,只有我们日本人最有发言权,作为外国人的中国学者,能够和日本

学者进行对谈吗? ……经过三天的研讨,我的疑惧消除了,而且从中日学者的报告中,受到了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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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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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成果有吴廷璆著 《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明治维新与资产阶级革命》等,周一良著 《日

本 “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日本近代史分期兼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等,邹有恒著 《1837年日

本大盐平八郎起义失败及历史意义》《日本长州藩天保改革的性质和意义》等。

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为加强日中文化教育交流,代表日本与中国签订文化交流协定,决定在北京语言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前身)举办 “全国日语教师培训班”,被中日教育界称为 “大平班”,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派遣日方专家来华授课并提供

图书资料。“大平班”实施5年,每年招收120名大学日语教师,总共培训了大约600名学员,他们成为中国日语教师的中坚力量。鉴

于 “大平班”取得的良好反响,中国教育部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在1985年9月合作创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地点设在北京外国语

大学。

“中日合作与共同培养”主要表现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参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共同实施运营,日本不仅派遣日方学者来华和负责招收

赴日研究生,而且提供经费,支持中心运营、出版各种刊物,捐赠图书和器材。参见: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事業 [EB/OL].
(2021-08)[2021-12-20].https://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support/bj/.
根据对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彭卫宁老师的采访。

分别是:沈仁安 『倭国と東アジア』,王金林 『奈良文化と唐文化』,張玉祥 『織豊政権と東アジア』,任鴻章 『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

王家驊 『日中儒教の比較』,呂万和 『明治維新と中国』,周啓乾 『明治の経済発展と中国』,馬家駿、湯重南 『日中近代化の比較』,

俞辛焞 『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万峰 『日本ファシズムの興亡』,沈才彬 『天皇と中国皇帝』,易顕石 『日本の大陸政策と中国東

北』,武安隆、熊達雲 『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



中日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大化改新进行探究,是很有启发性的。希望这样的研讨会能继续召开。”[11]另外,

1996年,周一良、中西进等数位中日学者合著10卷本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成为两国学术合作与交

流的象征性事件。周一良在序言中指出:“每卷都是中日两国学者合写,各自从不同侧面阐述本卷主题。

用这种密切配合分工合作的方式书写文化交流史,恐怕还是本书首创。各个作者所提出的问题或互有联

系,或各自独立,其间并不要求整齐划一,而是百花齐放,起到交流作用。”[12]

这一时期中日关于日本研究的学术交流呈现如下特点:(1)知识流动的非对称性。从人员交流上看,

这一时期在日本研究领域,日本学者无疑居于 “师”的位置,学问流动呈日本向中国流动强于中国向日本

流动的态势。(2)中国这时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尚未形成全面的真正对话局面,“大
多还停留在交换观点、互通信息的层面,通过合作研究取得共识的成果相对较少,各说各话的现象较为普

遍”。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了较大改善,在历史研究、日本式经营、现代化研究等方面中日学界形成了

共鸣和交流。(3)这一时期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过程中,中国学界的日本研究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不仅方

法上日益多元,资料上不断丰富,质量和水平也逐步提升,基于强烈中国问题意识而形成的研究成果纷纷

涌现,仅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出现了将思想史研究与翻译史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大众传播学研究相结合

的诸多跨学科研究成果[13]。

(二)2000—2010年:日本研究学术交流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伴随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持续变化、大国关系的调整以及中日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中

日关系也 “从原来的 ‘友谊第一’到 ‘实务交流’,最终陷入 ‘政冷经热’的状态”[14],小泉纯一郎参拜

靖国神社更使中日关系降至冰点。而与之相对,两国学术交流却呈继续上升和扩大态势。中国经济的高速

增长为包括日本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对外开放的深化进一步助推国际学术交流规

模的扩大,中日之间 “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远超以往的任何时期”[15]11。这一时期围绕日本研究的中日

学术交流出现以下亮点:

第一,智库交流活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学

术型智库在这一时期表现活跃,与日本的学术研究机构、基金会或财团、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保持密切

交流关系,并在联合研究、信息共享、举办会议等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在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方面做出了贡献。譬如,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日本松下政经塾于北京人民大会堂

共同举办 “21世纪中日经济合作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两国政治家、企业家、专家学者等百余

人,就中日关系与经贸合作、东亚经济共同体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另外,在2000-2008年间,中国

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日本冈崎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五届 “中日安全对话研讨会”,中日两方轮流举办,

就历史问题、中日安全、战略关系、东海问题、日本政局与中日政治关系、东亚区域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

研讨。时任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第四次会议致辞中指出:“近年来中日关系发展总体态势良好,这与

中日两国学者的坦率交流和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中日安全对话学术研讨会这一模式及其成果也发挥了积

极作用。”[16]

第二,中日合作研究取得明显进展。历史问题是日本与亚洲近邻改善关系绕不开的一个问题。1995
年,根据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提议,日本政府开始实施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 “和平交流计划”,其

中一环是中日之间开展共同历史研究。即日方在东京日中友好会馆设立 “日中历史研究中心”,中方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设立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双方以课题形式开展共同历史研究,并各自将研究成果结集出

版。从1998年持续至2004年的这次共同历史研究,虽然中方只是以 “协助者”的身份从事研究,但为此

后的中日共同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门

确定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各选出10位专家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秉持 《中日联合声明》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共识,以正视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精神,对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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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交往史、近代史和战后60年发展史进行共同研究。两国学者按照双方共同确定的研究框架开展

研究,从2006年持续到2009年,成为这一时期中日学术交流的标志性事件。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当中

日政治对立激化时,历史对话就成为缓和这种对立的尝试。”[17]步平认为,中日学者虽然在历史发展的必

然性和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实证研究和价值判断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共同历史研究为历史认识存在分歧

的两国学者提供了阐述各自见解与了解对方观点,以及冷静对话和讨论的平台,而且推动双方在近代日本

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和暴行问题上取得共识[18],为在民众间建立跨国的历史认识提供模板,为从政治层

面定位中日历史问题提供重要的学术依据[19],为推动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实际上,早在1982年 “中日韩就以当时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为契机,围绕历史教育开展对话和交

流”[20],有效推动了国际性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教材的撰写,2005年中日韩三国历史学家合著的 《东亚三

国的近现代史》就是其中重要成果。

这一时期围绕日本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从主体性上讲,一批经过专业系统训练的中青年学者展露头角,而且伴随网络化研究资料入手

的便利化以及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中国学人逐渐掌握了最新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能站在国际日本研究

的前沿,与国际同行同台对话。譬如,仅就思想研究领域,2010年代中国学界的日本人中国观研究①、现

代化思想研究②、社会思潮研究③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处于国际学术前沿位置。

第二,从互动性上讲,中日两国学界的互动性明显增强。一方面,从人员上看,双向流动更趋均衡;

另一方面,从学问本身看,前一阶段各说各话的局面明显改观,双方就一些共通性问题开展了各种形式的

合作研究,甚至在政府推动下,围绕历史问题开展了持续性共同研究,促进了双方学术界甚至民众的相互

理解,并为改善两国关系奠定了知识基础。

第三,从专业性上讲,学术交流进一步深化,交流范围进一步拓展,呈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交叉融

合的倾向。除传统的各学科研究领域取得可喜进展外,智库交流在这一时期也崭露头角,通过开展共同研

究、学术会议、合作调研等方式,两国智库为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2010—2022年:日本研究学术交流的拓展期

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2010年无疑是一个重要节点。首先,以9月7日在钓鱼岛海域

发生的日本巡逻船冲撞中国渔船事件为标志,中日关系恶化,而2012年钓鱼岛 “国有化”事件又进一步

使 “中日关系陷入深刻的对立状态”[21]27。其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在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后两国差距进一步拉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22年中国的GDP已是

日本的4倍,使日本颇受冲击,中日关系迎来所谓 “错肩期”。这一时期围绕日本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呈

现以下亮点:

第一,智库成为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主体。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

会精神,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促进教育对外开放,教育部在2011年推出 “国别与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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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代表成果有吴光辉:《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诸葛蔚东: 《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刘家鑫:《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中国通代表人物的思想轨迹》,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刘林利:《日本大众媒

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等。

代表成果有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于桂芬:《西风东渐———中日

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李少军: 《甲午战争前后中日西学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等等。

代表成果有高增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纪廷许:《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7年;等等。



目,并在2017年进一步将国别与区域研究上升至国家工程,2021年将其明确为交叉学科类一级学科。截

至2019年12月,“教育部已在全国大学范围内正式建立42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以及395个非正式的备

案研究中心,总共437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22]其中,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日本研究中心主要有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如图1所

示,中国的智库建设分别在2009年和2020年出现两个高峰期,到2020年已建成1413个智库,在世界

上数量仅次于美国。新的智库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反映出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

阶段,也表明以智库为载体的 “1.5轨”交流在新世纪对外交流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图1 2007—2020年间中国智库的数量

  资料来源:参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智库研究项目” (TTCSP)在2007-2020年间的 《全球智库报告》数据整理

所得①

一方面,中日智库积极搭建学术对话平台,加强双方学术交流。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 “中日双边学术

研讨会”。该研讨会始于1985年,每年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轮流主办,2022年

12月6日,双方在线联合举办第36届中日双边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经济新闻社、日本学习院大学和 《读卖新闻》等中日智库、媒体代表参

会,就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交流合作历程、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深入讨论。

中日两国学者均认为,加强智库间学术交流对于深化两国间的理解与互信具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智库还与传统的日本研究机构、学会一同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譬如,2018年7月,中

国日本史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办, 《日本学刊》 《世界历史》
《历史教学》《外国问题研究》《日本问题研究》《日本研究》等杂志社协办 “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

术研讨会。日本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美国维克森林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外高校、智库百余位知名学者与会。参会者一致认为:
“此次明治维新会议是继20世纪80年代中国 ‘明治维新再探讨’之后的一次继往开来的动态梳理、学术

传承和创新启航”[23]101, “无疑将对推进国际明治维新研究和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奉献一束新的成果

之花。”[23]102

第二,形成了一些品牌性学术交流项目。2005年,为加强中日相互理解,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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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2007—2020年间,中国的智库数量分别是:73、74、428、425、425、429、426、429、435、435、512、507、507、1413,参见:

UniversityOfPennsylvaniaTTCSP,《GlobalGoToThinkTankIndexReport》 (2007—2020),https://www.gotothinktank.com/

global-goto-think-tank-index [2021-12-08]。



日本 “言论NPO”联合举办第一届 “北京-东京论坛”,成为中国新闻界、学术界与日本民间组织首次合

作搭建的民间对话及交流平台,一年一度在北京和东京轮流召开。2015年,中国外文局代替中国日报社,

开始和日本言论NPO共同主办该论坛。主办方在广泛征求两国政治、经济、媒体、学术等各领域专家的

意见基础上确定每年论坛主题,邀请中日各领域专家同台对话,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思路和建议。其间,

中日共同实施 “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为论坛提供重要民意参考,既有利于各方了解两国民意状况,也有

助于增进中日民众的相互理解。经过17年的发展,“北京-东京论坛”已成为中日间历时最长、议题范围

最广、官民高度重视的交流平台。据中方公布的 《2021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报告》[24]可知,在中日民间

交流的多种途径中,“学者和研究者间的交流”占比34.2%,仅次于 “媒体交流”的41.1%,已成为改善

中日关系的重要途径。图2显示了2010—2021年间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民间交流对改善两国关系具有重

要作用的比率。正如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在2015年第十一届 “北京-东京论

坛”上所言:“希望今后中日智库继续加强学术交流,通过列举具体课题和开展合作研究,直面中日关系

的难点问题与重大关切,为双方认识过去、把握现在、思考未来提供新思想和新洞见。”[25]

图2 2010—2021年间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民间交流对改善两国关系具有重要作用的比率

  资料来源:参考2010—2021年间 “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报告”数据整理所得①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的国际交流品牌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

2011年开始承办,已成功举办12届,邀请两国政要和知名学者参会,唐家璇、戴秉国、顾秀莲、刘延东

等中国国家领导人,日本国原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等均受邀出席并致辞,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力。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人民网、环球网、《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本共

同社、日本广播协会 (NHK)、《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赤旗》、朝日

电视台、富士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予以采访和报道,在海内外受到关注。
“东亚日本研究者协议会”国际学术大会是近年以中日韩为主、面向全球日本研究者的重要学术交流

平台,自2016年发起成立以来,每年举办一届,有效促进了各国学者间的交流,并取得较好的研究和交

流效果。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贾文键在第六届大会上指出:“学术交流有利于促进各国关

系健康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国内外与会学者,能借此契机充分分享知识、交流见解、碰撞思

维,激发更广的视角、更宽的视野和更新的思想,为东北亚、东亚乃至世界的日本学研究做出积极贡

献。”[26]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理事佐藤百合也表示,希望大会能为跨地域日本研究以及培养新一代研究者、

深化东亚区域合作创造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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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0—2021年间,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民间交流对改善两国关系 “重要”和 “比较重要”的占比总和分别是89.3%、78.6%、

81.2%、67.7%、63.4%、76.9%、66.9%、71.5%、74.2%、73%、75.5%、70%。参见北京-东京论坛网,http://www.beijing-to-

kyo.com/node_7229771.htm [2021-11-30]。



这一时期围绕日本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从主体性上讲,相比日本,中国日本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梯队呈现年轻化。以中国的日

本历史研究为例,第三代学者 (51~60岁)成为领军人物,第四代、第五代学者 (31~50岁,占比为

44%)开始崭露头角。日本研究开始被放到国际视野下加以研究,原本相对比较封闭的学科属性有了很大

改变。非日本研究专业出身的人也加入进来,形成了协同攻关的局面。特别是伴随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

成立,跨学科融创的局面日趋明显。譬如,中国学界开始关注俄乌冲突等国际大事对日本的影响、欧美学

界的日本研究状况①,等等。

第二,从互动性上看,这一时期虽遭遇2019年底以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但中日双方学术交流仍

显逐步加深之势。双方的学术讨论形成了一些焦点,譬如,在日本史研究方面围绕近世研究、中日关系史

研究等问题,在日本政治研究方面围绕日本政治右倾化、首相官邸主导政治等问题,在日本经济研究方面

围绕安倍经济学、新资本主义、经济安保等问题,在外交方面围绕新时代中日关系、日美同盟等问题,在

社会文化方面围绕少子老龄化、民族保守主义等问题,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围绕东亚观、和平主义等问题,

形成了共鸣。不仅如此,双方还积极构建有效的学术交流平台,譬如 “北京-东京论坛”“中国社会科学论

坛”“东亚日本研究者协议会”等,保障了交流的稳定性和影响力。

第三,从专业性上看,“尽管学术交流是一种民间交流形式,实质上却是政府外交的一部分”[27]。伴

随着数量庞大的中国高校日本研究中心的建立,对日交流呈现交叉学科特点,因为这些中心往往由所在院

校的各专业涉日研究人员构成,客观上提升了对日交流的专业范围和效果;作为具有智库属性的涉日研究

中心,开始关注现当代日本问题,对加强中日相互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明显的 “民间外交”属性。

三、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学术交流的特征

观察一个事物基本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的历史维度,一个是横向的社会环境维度,对中日学术交

流特征的把握也可大致从这两个维度探讨,即将之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亦或将之置于中日社会环境中

加以讨论,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双方地位渐趋平等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论是经济条件还是科研水平,中方都处于发展

阶段,日方出于对侵华战争的补偿心理及促进相互理解的需要,在关于日本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第一个阶

段整体上处于 “输出方”。例如,日本向中国派遣专家培训中国的大学日语教师;向中国捐赠资金,协助

建设专门的日本研究基础设施;设立各种基金资助学术交流等。

进入21世纪后,中日学术交流逐渐呈现平等化趋势。首先,资金支持渐趋平等化。“中国经济的

快速增长,为中国的日本研究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15]49,中方能独自出资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聘请外

国专家讲学、出国访学和调研等。2007年成立的中国留学基金会开始为中国学子赴日留学提供支持。

此后没多久,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开始削减对中国日本研究者的资金支持,只 “对以研究日本、促进知

识交流为主题,增进中日以及亚洲各国相互理解为目的的研讨会、座谈会、交流会、出版等项目提供

小额资金援助”[28]。其次,人员交流渐趋平衡化。一方面,进入21世纪后,中日学者往来人数渐趋均

衡;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中方出资邀请日本学者和专家访华的情况。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从2019年开始实施 “日本青年学者访华团”项目,邀请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国际问题研

究所等著名高校和智库的10位青年学者和专家访问中国,该项目当年被外交部列入 “中日青少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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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日本学刊》开设了 “海外日本研究”专栏,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创办了 “国际日本研究书讯”。



推进年”活动[29]。再次,知识流动渐趋平衡化。这一时期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中国第三代学者和包括

大量海外学成者在内的第四代学者成为中国日本研究的重要支柱,他们无论在理论方法上还是在研究

内容上,水平都得到长足提高,有些研究成果甚至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许多研究领域也出现了

中日学界争鸣的局面。

(二)行为主体渐趋多元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学术交流的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30]46-47,表现为人员与团体的多元化。

第一,人员渐趋多元化。除海外留学博士加入两国学术交流活动外,一些从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

究的学者也参与其中。“随着国际高等教育的日渐活跃,学生交流和各种共同学位项目得以顺利开

展。”[30]47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赴日留学归国的博士明显增多。据园田茂人分析:“1980—2005年间,在日

本获取博士学位与在中国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基本等同,2005—2010年间,在中国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

超过在日本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但是2010—2018年间,在日本获取学位的人数不断增多,一直居于在

中国获取博士学位者之上。”[31]大量博士在日本学成回国后,成为推进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力量。而相当

数量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者相继跨越学科界限,参与到中日学术交流中,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

现象。

第二,团体日益多元化。首先,传统的以日中友好七团体①为首的民间团体在这一时期继续发挥作

用。七团体会长在2006年和2012年联袂访华,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做出重要贡献。其次,大量新成立

的智库也参与到中日学术交流中。中国智库建设在21世纪进入发展期,智库数量从2007年的103个增长

到2020年的137个[32],而日本的智库建设则进入了整合期,其中 “东亚思想库网络 (NEAT)”、“东亚

论坛 (EAF)”、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日本国际论坛、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日本知名智库为推动中日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了作用。再次,NPO成为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主体。随着20世纪末日本市民运动的

蓬勃发展以及 《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的出台,日本NPO迎来繁荣时期。除传统的日本学术振兴会、

日本财团等财团法人外,日中学术交流中心、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产学交流推进协议会、日本岛根和

中国宁夏友好交流协会、日中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等也通过调查研究、培育人才、国际合作等事业,参与到

两国学术交流中,为构建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做出了贡献。

(三)相对稳定性

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政治关系时有起伏,而 “文化交流、语言教学、国际化人才培养,以及智

库间的合作等中日人文教育交流平台的建设,已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粘合剂、催化剂和润滑剂”[33]。“学

术交流尽管时常受到两国间甚至多国间国家关系的影响,但是其成果却独立于政治和外交问题,并对创造

文化和才智,以及振兴和发展科学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是确保继续对话的渠道”[30]48。在2010年中日间

发生钓鱼岛争端后,围绕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和资源开发问题,中日关系陷入 “冰冻期”,并出现了 “民间

交流的停滞和国民感情的对立”[21]34,但是诸如 “北京-东京论坛”等学术交流项目始终秉承 “坦诚对话、

增进理解、促进合作”的宗旨,继续为改善中日关系提供重要渠道和智力支持。

四、中日学术交流的作用及前景

中日学术交流作为对两国官方交流的一种重要补充,在深化对学问本身的讨论和研究之外,还对促进

两国政府和民众间的相互理解,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日本学者甚至认为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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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中友好七团体:日中友好协会 (1950年建立)、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1954年建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1956年建立)、日中经

济协会 (1972年建立)、日中友好议员联盟 (1977年建立)、日中协会 (1975年建立)、日中友好会馆 (1983年建立)。



文化和文化交流才能创造历史的 ‘起伏’”[1]527。

“当中日关系顺利发展时,民众间的交流就异常活跃,不仅促进经贸和文化交流,也为改善政治关系

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反之,当两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且外交问题层出不穷时,国民感情将随两国关系

的变化而起伏不定,甚至影响民众的相互理解和交流。”[27]42-43纵观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不管是在20
世纪90年代的 “冲突与摩擦期”,还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的 “冷淡期”,亦或是2010年钓鱼岛争端后的

“冰冻期”,中日学术交流的进程并未与中日关系同调,反而呈现 “递进和互动”[27]43的关系。这恰恰说明

学术交流区别于一般民间交流之所在。学术交流以主体性和专业性为依凭,能够作为 “1.5轨”稳定地助

推中日关系发展。

中日在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存在诸多共识。在2017年9月29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部分中国

高校与日本高校代表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不仅为支持智库建设与探索人文交流机

制提供平台,而且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如小岛康誉所言:“中日民众从邦交正常化至今的 ‘中日友好’阶段,步入 ‘中日相互理解’的第

二阶段,但是 ‘相互理解的实践’远比 ‘呼吁友好’困难,实际上 ‘促进相互理解’更重要。”[7]34-35为此,

未来的中日学术交流似乎应重视如下几点:

第一,双方应积极构建中日知识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已经不专指同一职业的共同知识基础,也不再

指知识分子在一定共识基础上形成的区域性学术群体,而是指一种造成共享性知识、跨越文化、国家与时

代的共同性知识立场。”[34]7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共同体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 “本土文化的梳理与重构、

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跨时代的互动与明察”[34]7。中日尽管 “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的差异,将影响国家

间知识共同体的形成”[35],但是两国民众对和平的向往和追求,是建立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第二,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种开放不仅仅是无论政治外交关系如何变动,仍要不断扩大双方学

术交流规模,提升学术交流水平,还应将学术研究成果向社会大众开放、传播。正如蒋立峰和杨栋梁所

言,“‘草根日本学’的兴起,意味着中国的日本研究已打破专家学者垄断话语权的局面”[14]8,专家也具

有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真知灼见,传递彼此国家声音的责任。

第三,应加强媒体宣传和引导。根据最新公布的 “2021年中日共同舆论调查”结果,“89.7%的中国

受访者和95.9%的日本受访者都通过本国新闻媒体 (电视、报纸、杂志等)获得关于对方国家和中日关

系的信息,83.7%的中国受访者更认为本国媒体对改善中日关系与促进民众相互理解做出重要贡献”[36]。

今后的中日学术交流应注重加强与双方媒体的交流,向两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传达客观情况及正确的价值

观念,增信释疑,促进相互理解,增进共识。

结 语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学术交流作为对官方交流的重要补充,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50年来,

伴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化和两国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主体逐渐多元化,既有大量归国

博士生、国关国政研究者的加入,也有非政府组织的加盟,形成不同层次的稳定的交流渠道。50年来,

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与日本学界同台对话、双向交流的局面。譬如,对刚刚过去的平成

时代,中日学界都高度关注,日本学界出现了小熊英二编著 《平成史》、保阪正康著 《平成史:1989—

2019》、吉田俊哉著 《平成史讲义》等著作,中国学界也出版了杨伯江主编的 《平成时代:日本三十年发

展轨迹与前瞻》,这些著述共同奠定了国际平成学研究的学科基础。50年来,中日学术交流未受两国政治

关系的波动干扰,始终保持对话通道,体现了学术交流的专业性及学者独特的社会担当。大量智库建立并

参与学术交流,使中日学术交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明显增强;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北京-东京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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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品牌交流平台的建立,辅以各行为主体多元的友好交流关系,形成了中日学术交流的繁密网络,共同绘

就了中日学术交流的美好画卷。展望未来的中日学术交流应伴随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更加独特、稳定而

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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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hasbeenhalfacenturysincethenormalizationofChina-Japandiplomaticrelations.Duringthis

period,alongwiththechanges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structureandthedomesticsituationsofChina

andJapan,thepoliticalrelationsbetweenthetwocountrieshavebeenmovingforwardamidstfluctuations,

whileculturalexchanges,includingacademicexchanges,havebecomeanimportantbridgetopromote

communicationandmutualunderstandingbetweenthetwocountries.TakingJapanesestudiesasthestart-

ingpointandfocusingonthemainsubjectsandimportanteventsofSino-Japaneseacademicexchanges

sincetheestablishmentofdiplomaticrelations,wetrytoanalyzetheprocess,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

ofSino-Japaneseacademicexchanges,whichmayprovideaperspectiveforconstructingSino-Japaneserela-

tionsinthe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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